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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滇池墓区看上古滇族的聚落形态
及其社会性质

———以昆明羊甫头滇文化墓地为中心

谢崇安（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要：环滇池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滇文化墓地，其所代表的聚落形态，是由多中心组聚

落合成的区聚落模式。滇族墓葬区有明显的规划性，墓葬群的层级化已能反映滇族社会的复
杂程度以及公共权力分配和集中的程度，其社会形态应当是属于 1～10万人的小国。滇族社
会的复合形态也表明，滇国社会性质最接近中国上古时期方国林立的酋邦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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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我国云南滇池地区上古民族青

铜时代的社会性质判定，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

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种：

1、部落联盟首领推举制。数十年前，马曜
诸先生就认为滇文化的社会性质，当不会超过部

落联盟首领推举制向世袭制过渡的阶段，楚将庄

蹻“以兵威定”滇地“靡莫之属”各部落，也是
难改其旧制，只能“变服，从其俗以长之”［1］。

2、母权制向父权制社会过渡的时期。近年
来，昆明羊甫头滇族墓葬群的发掘者也认为，西

汉武帝征服西南夷之前的滇族社会尚未进入国家

阶段，可能正处于母权制向父权制社会过渡的时

期［2］。此说与马曜诸先生的观点大同小异。
3、奴隶制。1987年童恩正先生曾撰文探讨
了上古西南夷滇族等青铜文化类型所反映的奴隶

制社会性质［3］。近年，黄懿陆先生也仍然认为，
滇国是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4］。

4、酋邦制。事隔 7年，童恩正先生又撰文
修正了自己过去的观点，即用“酋邦制”取代了
奴隶制，并重新探讨了滇文化的酋邦制社会的具

体内涵［5］。
今天，随着云南滇文化的考古发现取得了显

著的进展，尤其是昆明羊甫头滇族墓葬群的发现

与研究，以及聚落形态考古、中国文明起源探索
的新观点不断产生，都可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

中国文明起源的区域社会文明形态提供新的启

迪，有鉴于此，笔者就以环滇池地区滇族墓地为

切入点，对滇文化的聚落墓区形态及其反映的社

会性质再作剖析，不当之处，也请方家指出。

一、环滇池墓区所见上古滇族的聚落形态

半个世纪以来，环滇池地区的上古滇族墓葬

群及其遗址的发现，称得上是层出不穷，它们尤

其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灿烂的青铜文
化发现而著称于世。然而，与过去的发现相比，
被评为 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昆明羊甫
头滇族墓地，其内涵显得比过去的滇墓群更为丰

富而系统，其层位清楚，文化序列相互连接，这

就可为过去含混不清的云南青铜文化的分期断代

及考古学诸多层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大段宝贵的

资料。
昆明羊甫头诸多滇墓群的发现，再次证明滇

族邑聚在环滇池地区有着广泛分布，虽然滇文化

遗址的发现还较为零星，但我们根据目前发现的

聚落墓葬区资料，以聚落考古学的视角去作剖

析，也同样可以阐明中国西南地区古滇族文明起

源的一般规律。
何谓“聚落形态考古”？它是对古人类文化
遗址的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它通过了解过去人

们居住的聚落形态（包括房子、墓葬等方面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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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结构和组合情况），去探讨当时人们的社会组

织与结构，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聚落考古根据
不同的研究角度，会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内容和
层次。从聚落本身的层次看，聚落考古主要是两
方面的内容，即微观聚落形态研究和宏观聚落形

态研究；从聚落的时空存在看，聚落考古也有两

方面的内容，即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与此
同时，这些研究又是相互联系的，是对立统一的

关系［6］。
事实上，环滇池地区广泛分布的滇文化墓葬

群，就是许多上古滇族聚落遗址的附属体和缩

影。它们同样对应着一个个实际存在过的古人类
群体，它们既包括一般的村落，也包括较大规模

的古代邑聚。依这些滇文化墓葬群的规模是可以
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层次等级，不同的层次等级

就反映了其“存在过的人类群体”的势力的大
小，因此，作为聚落的附属体，滇文化古墓群实

际就是古代社会组织和政治实体的存在形式。
1、滇文化墓葬群具有区划性。墓葬遗址是
古代聚落的缩影，文明社会族群聚落的墓葬，往

往会表现为具有区划性。因为，聚落位置的选择
不仅受制于自然环境，而且也受制于社会组织及

人为的因素。如城址和王宫多位于地势较高的位
置，并为周围聚落所围绕，它反映的是城址中政

治与社会的多层级及其上层分子对周围聚落个体

的控制力。
考古发现表明，环滇池地区的滇族墓葬选址

都反映了较相似的分布规律。例如，晋宁石寨山
滇王族墓葬群就处于平原中突起的一段丘陵上［7］。
昆明羊甫头墓地是分布在面向广阔滇池水域的一

处馒头形的缓丘上，缓丘面积 5万多平方米，墓
地约处在 4万多平方米的高处，即主要处于面向
西南方向的滇池的部分。墓地的形成是由坡顶及
西南面向四周延伸扩展，早期大墓（如M19） 就
位于墓地的中心地位。
滇族古墓群的发现表明，这些同期共存的墓

葬群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昆明羊甫头墓地
延续的时代基本上都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
的滇族墓葬群的时代相重合，从墓葬布局、形
制、随葬品的组合、文化风貌及其演变趋势等等
方面，都体现了滇文化的统一性。
这种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文化关系意

味着，如果每一处墓葬群代表一个聚落群，这些

共存且有密切内在联系的聚落群，就会组成一个

规模更大的聚合实体，占有较大的地理区域（环

滇池的中心地区约有 250平方公里），且由多个
的组聚落形成。其主要特征：一是都属于同一个
滇文化；二是彼此都环滇池（含抚仙湖） 紧邻而

居，它足以证明这些聚落群是一种具有相互依存

内在关系的聚合；三是它们都表现出明显的等级

分化。而且在组聚落和区聚落中，还存在有中心
聚落和中心聚落群。例如，晋宁石寨山 6号墓出
有“滇王之印”，表明当时的中心邑聚是在晋宁
石寨山附近，距离昆明羊甫头等地也不太远。
昆明羊甫头等地发现的滇族墓葬区，显然是

一种区划，而不是随意埋葬的结果。既为有明显
的规划性，就是反映了某种公共权力的存在，重

要的是这种公共权利为谁所控制，为一个群体，

还是一个人，或二者兼有。聚落形态研究理论的
“墓地形态分析法”认为，反映社会组织的埋葬
制度的变数主要是墓地的整体“布局和结构”层
次的内容。据此，我们认为，环滇池地区分布的
滇族古墓群，应当是一种上古文明社会聚落形态

的缩影。
那么，滇族墓地是否分区、分群？我们认

为，昆明羊甫头墓地在滇族墓区形成之前，这里

应当已经是氏族的族葬地了。例如，早期大墓
M19就打破了有棺木的 M49，M49之下为生土，
应当是葬地形成的初期。M19的时代属于战国中
期，这表明墓地形成的时代当不会晚于战国早

期。
M49属中型墓，为残存面积 2.1×2.2米的方

形土圹墓，它有棺木，又处于葬地面向西南方滇

池的中心地位，可见远在战国中期以前当地的土

著民葬俗已受内地中原文化的影响，采用了棺木

葬具，这是在此前的当地新石器晚期墓葬中不见

的现象。
19号大墓下葬之后的战国中期，当地已形

成了有区划的滇族墓区，尤其是 6 座大墓
（M19、M28、M99、M100、M113、M142），大体
上是集中位于面向滇池的西南区。而且有早晚之
分，如 M19属于战国中期，出有大量精美的随
葬品，出有象征政治权威的铜鼓、鼎和钺、戈等
仪仗礼兵器。出土精美随葬品最多的是 M133，
年代为西汉早期（三期 5段）［8］。
作为附葬在大墓周边的中、小型墓，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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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大墓组成了墓葬群落区。
羊甫头滇族墓的数量达到 810座，这在此前

也是罕见的现象。前述我们已经指出，战国中晚
期到秦汉时期，环滇池地区象羊甫头滇族墓群这

样的墓地已有较多的分布，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

与结构显然已超越了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制阶

段。这些散布于约 25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族葬墓
地，应当可以视为滇王酋邦方国治下的低一级的

邑聚附属区。昆明羊甫头等滇族墓地内有大、中
型墓相对集中的分布，部分大墓虽然还没有形成

象安阳殷墟那样的单独王陵区，若从墓葬的不同

规格观察，它明显反映的是社会统治者已区分于

一般社会成员而处于统治地位。墓地内各大中小
墓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等级关系，这在墓圹大

小、棺椁、随葬品的多少和精美的程度等等方面
已得到充分的说明。
古代滇族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显然是区划分离

的，只是迄今为止尚未能发现较大的滇族邑聚遗

址。其墓葬的层级化已能反映其社会的复杂程度
以及公共权力分配和集中的程度。其精美的青铜
器包括礼乐器、兵器、工具、生活用具等多种门
类；此外还有珍稀的玉石装饰品、丝织物等奢侈
品；青铜雕塑也见有头人监督手工生产和放牧牲

畜的场面，可见其各种生产都实行了专业化的管

理，并实现了远距离的贸易交往。在整个滇国社
会中，青铜雕像所见歧异的多族群是散布于各阶

层，这应当是反映外来族群的迁入与滇族的融

合，它很可能已改变了原氏族部落以血缘纽带为

基础的族居原则，高于氏族部落联盟制的管理机

构已经产生。
2、滇文化墓葬群所见的区聚落形态。昆明

羊甫头墓地的发现，也为探索环滇池地区古滇王

国的区聚落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一是它可以阐
明区聚落中的组聚落已出现了等级分化；二是它

可以阐明，作为一个大型的组聚落，羊甫头墓地

所代表的聚落，应当是滇国整个环滇池的区聚落

的中心组聚落之一，即可能是属于依附于王都中

心的大型组聚落之一。一般聚落形态理论认为，
这种依附关系就突破了组聚落范围的以血缘为纽

带的存在关系，而代之以按地区关系组合存在，

这是社会组织形态的重大变化。
滇王国的区聚落，依区内的组聚落的等级关

系和布局状况表现为多种形态或模式：其一就是

区聚落中有多个规模相差不大的大型聚落或中心

组聚落。
例如，昆明羊甫头墓地的滇族墓数量是 800
多座；晋宁石寨山滇王族墓地是 70余座，出有
“滇王之印”；呈贡天子庙墓地是 85座；呈贡石
碑村滇族墓是 182座；曲靖珠街八塔台墓地见有
250座，出有“辅汉王印”；昭通营盘墓地见有
162座［9］；江川李家山滇族墓是 87座［10］。事实
上，这些墓葬的发掘数量是极有局限的，与当时

社会的真实存在应当有较大的距离，但它们足以

代表当时的聚落墓区形态及其层次和结构。除了
羊甫头墓地，其余地点的数量规模相差不大。
此外，在云南滇文化分布范围内，不少的地

点还发现了中型和小型组聚落的滇族墓区，例

如，昆明上马村、安宁太极山、江川团山、嵩明
凤凰窝、东川普车河等滇族墓地，都有十到数十
座墓葬不等。

3、滇王国的区聚落墓葬群所见的中心组聚
落模式。上述表明，在讨论国家文明起源的聚落
形态理论中，我们可将滇王国的区聚落墓葬群归

纳为多中心组聚落模式。如晋宁石寨山墓地出有
“滇王之印”；曲靖珠街八塔台墓地出有“辅汉王
印”；两地距离有 300公里左右，而且后者很可
能是西汉中晚期由滇池移郡治所到味县（曲靖）

的结果。这种多中心组聚落模式，或如《华阳国
志·南中志》所言：滇王其子孙“分侯支党，传
数百年”。这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比较
清晰的。
我们再以昆明羊甫头墓地的时空分布来揭示

这种层级。如羊甫头滇族大墓仅残存有 6座，其
中 3座时代不明。唯有 M19属于一期 （战国中
期），M99、M113 属于三期 5 段 （西汉早期），
它们的时代明确。
附葬在一期大墓周围的中型墓有 4 座

（M24、M30、M49、M101），小型墓有 14 座，
大、中、小墓的比例是 1∶4∶14。附葬在三期
大墓周围的中型墓有 4 座 （M24、M30、M49、
M101），属于三期 6段（西汉中期）；小型墓三
期 5段（西汉早期） 有 45座，三期 6段（西汉
中期） 有 59座，三期 5- 6段的大、中、小墓的
比例是 2∶4∶104。这些各类型墓葬都出有多少
数量不等的兵器，因此，我们还不能简单把它们

理解为整个滇国社会所有人的一般公墓。或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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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为这是当时社会寓兵于工、农业者的写照，或
者理解为这至少是武士阶级以上社会成员的墓

地。
聚落形态研究的理论还认为，若区聚落中的

组聚落等级分化不明显，无中心性的组聚落，这

种区聚落可称为无中心组聚落模式，属初级形态

的区聚落，还未能进入到早期国家形态 ［11］。以
此反证之，我们认为，无论滇文化分布范围内发

现的滇族墓葬区，其所代表的聚落是属于多中心

组聚落模式或是属于单中心组聚落模式，它们都

应当是处于早期国家形态或发展成为早期国家形

态的阶段。
从昆明羊甫头滇族墓葬群的历时性观察，滇

文化到了西汉晚期就迅速衰落了，该地共发现西

汉末至东汉时期的墓葬 28座，数量远远少于前
期的滇族墓。其中文化变迁的原因还一时难以判
断。或可能的主要原因，就是 《史记·西南夷列
传》 所说：西汉元封二年 （前 109 年） 以后，
“滇王离难（遭困） 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
朝”的结果。原来滇族的中心组邑聚，如邻近滇
池的昆明羊甫头、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聚
落已经衰落，在西汉晚期以后，其中心邑聚已由

滇池附近迁移到滇东北的曲靖一带，与古代的夜

郎王国相邻。
《水经·温水注》 云：“温水出牂柯夜郎县

（今贵州晴隆至关岭一带）。县，故夜郎侯国也。
唐蒙开以为县，王莽名曰同亭矣。温水自县西北
流，迳谈台（藁），与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

铜濑县谈（同） 虏山，东迳谈藁县右注温水，温

水又西迳昆泽县南，又迳味县 （今曲靖）。县，
故滇国都也。诸葛亮讨平南中，刘禅建兴元年分
益州郡，置建宁郡于此”［12］。
过去包括钱穆先生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

《水经·温水注》记载故滇国都邑在今滇东北的曲
靖是不可信的［13］，但也提不出有力的反驳证据。
今曲靖珠街八塔台墓地见有滇墓 250座，墓中出
有“辅汉王印”；昭通营盘墓地见有滇墓 162座
［14］；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水经·温水注》关于
晚期的故滇国都邑是在味县（今云南曲靖） 的记

载应当是无误的。
由于滇东北是云南腹地与内地交通的主要渠

道，近年来，在这一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遗存日

渐增多，如昭通市水富县发现了一大批战国秦汉

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不少的巴蜀式青铜器、铜半
两钱、各种料饰、大量漆痕和纺织品痕迹，其中
巴蜀图语铜印章就多达 36枚［15］。据此，我们或
可推测，可能是在战国时期到西汉王朝入侵之

前，滇王国的主要势力范围还是在滇池周边地

区，西汉中期以后由于政治格局的改变，其中心

邑聚才逐渐退移到滇东北地区，因为滇池周边地

区发现的早期滇墓其分布的密集程度要远超过滇

东北的曲靖等地区。

二、上古滇族聚落墓区所反映的社会性质

1、滇文化墓葬所见的社会等级关系。关于
滇墓所反映的等级制，可以昆明羊甫头滇文化墓

葬为例。其内涵是以滇式随葬器物为主，年代
上、下限在战国中期———西汉末东汉初的墓葬，
共 810座，按墓葬的大小，随葬品的多少，可将
它们区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它们反映出鲜
明的社会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如大、中、小三
型墓依次排列，墓地布局是先后有序的。大型
墓，指墓口面积 18 平方米以上，共残存 6 座。
中型墓，指墓口面积 6~18 平方米，共残存 27
座。小型墓，指墓口面积 6平方米以下，共残存
777座。而且，各类型的墓中大多随葬有青铜礼
器、工具、兵器、日用器具等，反映当时的社会
组织是寓兵于农业或手工业者之间，征战时可能

动员组织庞大的武装力量，而且还拥有骑兵甲

士。
其中一期早段（战国中期） 的 19号等大墓

出有精致的铜鼓、铜鼎、仪仗兵器、铜盔甲、马
甲、铜牛、玉器、漆器等大量随葬品，其墓葬规
格甚至超过了西汉中期的晋宁石寨山滇王墓

（M6），这表明墓主不仅是邑聚豪酋，还兼有祭
司、军事首领的职能，犹如商代甲骨文、殷墟大
墓中所见的商王。

M19坑内填土下层为黑膏泥土，黑膏泥本地
不产，应是从它处移来。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
品有 220多件，其中兵器(如戈、矛、剑、戚等)
集中在头向两侧，棺周围随葬罐、尊、釜等陶
器。装饰品多见于墓主身上，如玛瑙管、玉管、
玉珠、绿松石珠等，可能有“珠襦”，这是中原
大贵族才能享用的下葬服饰。大件青铜器是放在
椁室的东北端，有铜鼓、釜等，釜内均装有铜甲
片，有胸甲、背甲、颈甲等。在椁室东北角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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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陶瓮，口大底小，内装大量甲片。从随葬品
组合分析，墓主应为男性贵族［16］。
这种贵族葬制表明，滇文化的方形、长方形

土坑木椁墓、墓圹有二层台、墓底有腰坑，这都
是受了内地中原贵族葬制的影响。大型墓中还发
现有人殉，如 M113，在腰坑内有人头骨。它既
是奴隶存在的证据，也是阶级分化极为明显的现

象。
对滇族墓地内的具体遗迹，如大中小三类墓

葬的个体分析，也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组织各层

级人员的关系和墓主的具体情况。
例如，羊甫头 19 号大墓出有棺椁、铜鼓、

铜鼎、仪仗兵器、铜盔甲、马甲等，意味墓主掌
握权力并垄断了青铜器等政治与财富资源，控制

了社会生产方式的主要方面和军队等国家机器。
羊甫头墓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因素，如社会

分工与分层、阶级和政治权威是明显的。它不仅
是有物化形态因素，而且在晋宁石寨山墓地所见

的随葬仪仗俑、歌舞俑人等迹象中也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

2、滇文化墓区组聚落中的各个层级。作为
环滇池地区滇族社会的组聚落的一个缩影，羊甫

头墓地究竟属于组聚落中的哪一个层级？我们也

可以将它和时代稍晚的晋宁石寨山滇王族墓地作

一比较。
晋宁石寨山滇墓群的发掘报告者认为，石寨

山作为滇国都城所在地，至少可追溯到汉武帝元

封二年 （前 109 年），直至蜀汉建兴三年 （225
年），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首府才始移味县，即

现在滇东北的曲靖县［17］。
如此看来，羊甫头墓地所代表的邑聚当属于

比石寨山滇王墓地低一级的单位。但以石寨山 6
号滇王墓（出“滇王之印”） 比较昆明羊甫头 19
号大墓，滇王墓大约只有 4.2×1.9平方米，规格
已远小于羊甫头 19号大墓的 6.1×6.08平方米，
甚至不及羊甫头中型墓的规格。这种文化特征的
历时变化，即石寨山 6号滇王墓规格的缩小，显
然是滇国在西汉中央集权制影响下的社会组织形

态变迁的反映。据古文献的记载，自西汉王朝在
滇国等地设立益州郡以后，一直到东汉，当地的

部族都屡屡起兵反抗中央王朝的统治（见两汉书

《西南夷传》）。这就表明，时代上限早于石寨山
滇墓群的昆明羊甫头墓地，更可能反映的是滇国

极盛时期的现状。因为羊甫头墓地的数量、随葬
品的丰富程度等诸多方面，都不逊色于石寨山滇

王墓地，至少在滇国塔级式的组聚落中，它应当

属于中级组聚落以上的一个墓葬区。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战国晚期，楚将庄
蹻王滇，其子孙“分侯支党，传数百年”。据此，
我们可将昆明羊甫头墓地理解为滇国分侯支党的

一个邑聚的墓葬区。若按聚落考古研究的一般理
论，它应当可归入“都———邑———聚”的结构或
模式 ［18］，它已意味着国家的产生，是一个早期

方国形成轨迹的外在体现。
3、滇国社会的复合形态。《史记·西南夷列
传》载：“及元狩元年（前 122年） ……于是天
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
西，指求身毒 （印度） 国。至滇，滇王尝羌乃
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今滇池
西部），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
‘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
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
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上述表明，汉武帝征服西南夷之前，正是滇

国的强盛时期，但它若要由滇池西向洱海等地发

展，也受到了昆明族的阻挡，其国家还未能发展

到称霸一地区的程度。
《史记·西南夷列传》又载：“上使王然于以
（南） 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谕滇王入朝。滇王者，
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浸、靡莫，皆同姓相
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
二年（前 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
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
难（遭困） 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
以为益州郡，赐滇王之印，复长其民。”“西南
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
宠焉。”
上述的历史背景表明，西汉中期以前的滇

国，至少相当于商末周初武王伐纣之时方国林立

的社会国家形态，犹如中原内地的“邦冢君”，
后者就屡见于《牧誓》、《召诰》等史籍，也见
于西周金文《班簋》，武王伐纣之同盟军就拥有
众多的“友邦冢君”［19］。司马迁以来的史家大多
认为，周人在伐纣之前，周文王已自称王［20］，实

为西土的“邦冢君”之长。
可见，无论是中原内地的商末周初，或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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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边区上古的滇族社会，若从王权或首领的继承

制、宗法制来看，这些古代方国的社会制度，均
未能达到象周代那样完备的嫡长继承制和宗法

制。就此，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已指出：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
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
桀之时，亦已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

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

《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商人
继统之法，不合尊尊之义，其祭法又无远邇尊卑

之分”；“男女之别，周亦较前代为严……据殷
人文字，则帝王之妣与母，皆以日名，与先王

同，诸侯以下之妣亦然”（又见《尚书·牧誓》：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夫商道尚鬼”等
等［21］。
王国维一系列对夏商周制度的比较概括，实

与中国西南滇、越人青铜时代的方国社会诸形态
多所相合。
例如，直至汉初南越国赵佗时代，赵佗仍自

称“蛮夷大长老”（《史记·南越列传》）；中原内
地自仰韶文化晚期至夏商时代，有所谓“执玉帛
者万国”，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考古遗迹，就是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长江、黄河流域这一时期星
罗棋布的城址［22］。中国西南边疆及其邻近地区与
之相类似的考古遗迹，如有越南北部河内附近的

古螺城，其时代上限为战国晚期［23］；还有与之相

呼应的云南环滇池地区战国秦汉时期众多的滇文

化邑聚墓葬区。
从母权制残余而言，滇国青铜图像也多见妇

女主持政事、祭祀和监工手工业生产的情况［24］；
此情形也类似于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后者
既能征惯战，又多主持祭祀等国务活动，死后获

隆重的礼遇［25］。
又如，滇族墓地的布局也与殷周式族葬制相

似。昆明羊甫头滇族墓葬区内，大、中型墓葬之
间打破关系极少，而大、中型与小型墓葬之间、
小型与小型墓之间打破关系多，它反映了文化遗

存的历时性较长，也表明滇邑豪酋及其贵族还没

有独尊的地位和严格的宗法制度，更不存在东周

文化的享堂、坟丘等墓葬附属建筑。羊甫头滇族
墓葬群反映的仅是一种具有等级分化明显的族葬

制。
而且，如同商代晚期社会一样，滇国青铜图

像也多见有奴隶制的迹象。一是铜扣饰雕像有军
士献俘和获俘（妇女、儿童） 凯旋的人物形象；
二是见有人殉、杀人牲祭祀、处极刑等施刑罚的
形象；三是见有奴隶带枷、人首与兽头同列为财
产的记事铜版；四是见有头人监工、监视放牧者
的形象［26］。
从宗教而言，众多的西南民族自古以来，皆

有自然崇拜和泛神信仰，故古代文献多指其为

“尚淫祀”。
有鉴于此，如果我们研究西南上古民族的社

会形态，都是以现成的理论模式去涵盖考古发现

的例证，似乎很难得出一般公认的结论，更容易

忽略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不同地区社

会形态演变的特殊性。
4、方国的规模与人口。所谓“滇王者，其

众数万人”，这应当是指滇王直接统辖的民众和
常备军队而言，如同 《水经注·叶榆水》 所云：
“建武十九年 （43 年），伏波将军马援上言：
……击益州，臣所将越骆万余人，便习战斗者二
千兵以上”。这是与滇国关系极密切的其西南部
的骆越国的情况，此记载的兵众数量，也应当与

此前的滇王国相似，它意味着环滇池地区的滇国

直接和间接控制的众多聚落的总人口数也当不下

十万人。
滇池地区墓地布局形态及其文化特征的历时

变化应当是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因强大的

扩张型的汉文化在西汉末开始逐渐取代土著的滇

文化；二是连续发展的文化内部变化。所谓“滇
王离难（遭困） 西南夷”，表明滇王国在西汉中
期后已是两面交困，进而使原来的聚落形态产生

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表现为量变的过

程，如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晚期滇族墓葬出现汉
式铜镜、半两钱、五铢钱、汉字印章、“河内工
官”弩机、铜柄铁剑等内地中原汉式器物，这已
是滇文化开始嬗变的明显迹象。西汉末汉墓开始
逐渐增多，到了东汉时期，具有浓厚地方特点的

滇文化遗址及墓葬就基本绝迹了。汪宁生先生指
出，东汉以后的益州郡地方统治者，即贵族或所

谓的“南中大姓”（见《华阳国志·南中志》），就
考古发现的资料而言，他们都已经汉化了［27］。既
为中央王朝统治下的郡县臣民，自然也就不再复

见过去那种酋邦方国的聚落形态和以地方滇王族

为中心的族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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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墓葬区人口考古学的研究也可为上述的

判断提供证据。根据人口考古学的测算方法，即
墓葬与现实人口的比例为 1∶5，以此测算，仅
仅是残存的昆明羊甫头滇族一个墓区所代表的聚

落人口数就大致达到 4000余人（810×5），环滇
池地区类似的 10个墓葬区所代表的聚落人口数，
就大致达到 4多万人。这一统计数大体上同《史
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相吻合。这就是人口考古
学的一般理论所认为的 1～10万人的小国，它已
超越了 1500～1万人口的雏形国家阶段［28］。现从
羊甫头滇族墓葬区的历时性来看，其中、小型墓
葬不断增多，也意味当地的人口是不断增加的，

而增加的人数很可能是外来手工业者迁入的结

果。因为，散布于滇国各邑聚周围的广大农村社
区，是无法形成象石寨山、羊甫头滇族墓葬区这
样的层级化墓地的。

三、结论

综上所述，环滇池地区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

时期的滇文化墓地，其所代表的聚落形态和社会

组织，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关系，这些共

存且有密切内在联系的聚落群，代表了一个规模

更大的聚合实体，占有较大的地理区域 （约有

250平方千米），且由多个组聚落合成，其主要
特征：一是都属于同一个滇文化；二是彼此都环

滇池（含抚仙湖） 相邻而居；三是它们都表现出

明显的等级分化。而且，这些滇文化墓地还反
映，在组聚落和区聚落中，也存在有中心聚落和

中心聚落群，可将其视为聚落形态中的多中心组

聚落模式。昆明羊甫头等地发现的滇族墓葬区，
有明显的规划性，能反映了公共权力的存在，墓

葬的层级化已能反映其社会的复杂程度以及公共

权力分配和集中的程度。根据人口考古学的测
算，滇文化墓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应当是属于

1～10万人的小国，已超越了雏形国家阶段。这
些考古发现表明，西汉中期以前的滇国社会，与

商末周初的中原内地的方国文明社会形态具有可

比性，滇国的社会性质，应当是相当于武王伐纣

之时方国林立的早期国家社会形态。它或可称为
“酋邦制”社会，也可称为“方国”，即相当于苏
秉琦先生所勾画的中国国家文明起源发展形态的

三段模式：古国———方国———帝国时期的方国阶
段［29］。其具体的社会状况就如童恩正先生指出：

西南夷的酋邦制要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公

共工程、社会地位、财富差异、贸易或交换、战
争以及社会等级，它与所谓真正国家文明社会相

比，最主要的方面还是政治体制不及后者完备，

但已具备了后者的雏型［30］。
【本文为 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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